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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A Chinese Petitioner and Her 12-Year Quest for Justice

“如果一个律师不接触访民，很难知道这个社会病到什么程度。” --唐吉田律师

她的名字叫马永田，和我年纪相仿，是个普通的中年女性，瘦瘦小小，精干利落。她是个

中国访民，就是我们在新闻图片中常常看到的那些面相困苦、精疲力竭的访民之一。唯一

不同的是，她上访上到美国来了。

我从早先与杨建利博士的交谈中知道她儿子杨海涵是参加2010年至2011年在联合国外展开

首次“麻雀行动”的三位访民中的一位。其他两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回到了中国，而马

永田的案子似乎还遥遥无期。近期，马永田本人来到美国，这一轮的麻雀行动7月1日开始

，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外无限期进行。

上星期三下午，马永田在杨建利博士的办公室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九十年代初，当经济改革的风潮从南方席卷到中国北方的时候，26岁的马永田产生

了一个赚钱的想法。当时，当地的火葬场发生了一场火灾，大量存在那里的木制骨灰盒被

烧得一干二净。马永田想到了生产陶瓷骨灰罐。她说，陶制骨灰罐被证明是利润丰厚的生

意，只要产品看上去精致，没有人会为骨灰罐讨价还价。91年代初她和亲戚合伙开办了

吉林省永民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制造唐三彩陶罐。他们在长春购置了房屋和土地，共500
多平方米（约5,400平方英尺）。陶器的烧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东北的传统工

艺。工厂在开办初期总是存在技术问题，为此，马永田还去中国的陶瓷之都景德镇学习了

六个月，并从那里请来了一位老师傅，负责工厂的工艺问题。

她在向我解释陶与瓷的区别时，给我解释烧制过程中的物理与化学变化时，在给我描述工

厂的样子和发展计划时，在给我描述对原料的要求以及销售的网络时， 我心里由衷地赞

叹这样一个普通中国妇女的原始精力、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

她开始给我讲她的案子。我必须承认的是，从政府不同的部门，到开发商，到不止一级的

法院，从市长到省长，从吉林到北京，从工厂到黑监狱，从2001年到2013年，我都听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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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了，完全跟不上。她有一份写好的《案情经过》，我仔细看了两遍，才看出来点头绪，

但看得我脑袋发胀，好像被一团又稠又粘、扯不断的东西紧紧缠绕住一样。

别看我理不清她案子的头绪，我却熟悉这种感觉，这种混乱而无奈的感觉。 它是中国经

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之上，如果你是位弱者，无权无势者，被剥夺者，而你不甘

凌辱，寻求正义，那这种感觉还仅仅是最容易、伤痛最小的部分。

简单地说，她的故事是这样的：2001年三月，开发商吉林鑫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不

具备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从长春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获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在5月
对马永田的厂房停水停电，强迫搬迁。开发商6月补齐手续，7月与马永田谈判拆迁补

偿。人家明明是工厂，对方只同意按民宅处理（这其中价格差别很大），而且少补偿几十

平米的面积。马永田没有接受。9月份拆迁办通过法院下令强制执行，明文写着“不给任何

补偿和安置，无条件搬走。”10月某日，来了一堆人，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没给马永

田一分钱补偿的情况下将公司厂房拆除，公司物品拿走或砸碎。马永田开始到法院立案告

状，败诉；再向上级法院上诉，这回赢了，上级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的裁决，并责令拆迁

办采取具体行政行为解决纠纷。

奇怪的是，法院在裁定马永田是拆迁受害者的同时，驳回了她的行政赔偿诉讼申请，原因

是公司的纠纷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法院判马永田有理，但决定赔偿不能执行；赔偿不

能执行，还有什么解决可言呢？当她当面质问法官，请他讲解这两个判决之间的逻辑时，

法官不得不承认说，市长不让判。

从2001年至2004年，马永田找遍了吉林省市建委、省市法院、省市纪检委、省市检察院

，多次找省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均无结果。她曾经跪地向市长求助，在司机和

秘书训斥她的时候，市长视而不见，最后坐车扬长而去。

从2005年开始， 马永田成了一位到北京上访的访民。对了，就是在久敬庄和马家楼以及

无数由省市驻京办操作的黑监狱里的访民之一。她从北京信访部门开出一封信，回到地方

，地方官员举着那张纸在她面前晃道，“这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拿来擦屁股还有点硬

呢。”

在北京努力了两年后，中央政法委督办她的案件。2007年地方政府开了两次听证会，讨

论对她的赔偿，但到了出钱的那一步时，各方相互推诿，事情又不了了之。

2008年8月6日北京奥运会召开前两天， 马永田接受了德国之音的采访，讲述访民在北京

残酷生存的状况。她认为这个采访可能惊动了北京上层，因为当地官员来将马永田接回吉

林并且承诺一定解决问题。回去后，马永田被置于软禁下。

2008年末，中央政府再次批示地方解决一批有理的案件，马永田的案子在其中。长春市



政府被勒令在2009年3月末解决马永田的案子，达到满意息诉罢访。这一次，市长崔杰的

确下了很大功夫，长春多个部门联合造假。马永田摊开厚厚的一叠文件，给我看政府涂改

的痕迹。在每份文件上，她工厂的地址从6委80组，改为4委80组，涂改痕迹相当低劣明

显。除公司地址外还有多份由法院、法官、地税局等单位与个人出具的假证明，颠倒事情

的真相。比如说，一份由南关区法院法官蒋丽萍出具的证明说，“我厅于2001年10月12
日来到被申请执行人马永田家的被强迁房，被申请执行人已主动从强迁房屋中搬出。”在

另一份假证中，长春市地税局为建委出具带有公章的证明说，马永田的公司没有办理税务

登记，而在早先的官司中，建委明明知道马永田的公司在国税局办理的税务登记……

在我的印象中，访民是和黑监狱、截访、殴打、凌辱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不屈不挠的抗

争联系在一起的。在北京街头，他们是那些常常拉出大横幅要求惩治腐败、要求公正的

人。

马永田说，这一切她都经历过。2006年秋天，她被南关区法院找来的人软禁在她哥哥

家。她越墙逃走，法院的人兵分两路向北京追赶她，她半路下车换汽车，才没有被他们截

到。但是到北京第三天，她还是被十几个人强行逮住，拉到法院的驻京办。

听到这里，我真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另外，法院居然还有驻京办，这是我以前不知道

的。

2007年在北京，她被关过马家楼，被关过位于北京菜户营西润华宾馆内长春市驻京办的

黑监狱。黑监狱两个房间，房间有一个通铺，不分男女，没有铺盖。一顿饭是两个馒头，

一群人吃一碗大白菜拌咸盐。北京三月份天还很冷，黑监狱没有取暖设备，睡到半夜就被

冻醒，没办法就满地跑。在那里关了三天后，她和另外几十名访民被押回当地，一直软禁

到两会结束。

我问她，她有没有把这些经历都写下来，她苦笑了笑说，这些经历太多了，她写不动，只

随手写了几条。

这期间，马永田的丈夫曾经通过离婚而逼迫她停止上访。他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觉得

百姓们斗不过权力，越上访，受的伤害越大，不如把委屈吞下去，早点放弃早点解脱。但

是马永田不这样想。

2010年世博会期间，她和一群访民前往上海，去之前他们专门发声明说，去上海只是为了

观光以及探讨经商的机会，结果他们一行人在火车车厢里就两头被警察堵上，一下车就被

包围并赶上大巴，然后被押解回长春。回去后马永田被拘留十天，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在纽

约联合国外加入麻雀行动，当局准备将她送去劳教两年。当地一名户籍警察对马永田说，

“操，太黑了！我们当警察的其实就是狗！”



拘留期间，她和狱守吵了两架。狱守让她蹲下，她拒绝蹲下。狱守问她犯了什么事，她让

他们问把她押来的警察。狱守要在文件上给她填上“扰乱治安”，她说，“我扰哪里的治

安了？”她说，在监狱里，访民是反抗最强烈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犯法，他们无法服

从。因为反抗强烈，因此也常常受到严重的惩罚。

2011年，另一位当地的警察告诉她，吉林在全国访民人数排名中从第14位跃居第7位后，

长春市长崔杰下令把所有长春访民全部拘留，关到尾子沟拘留所，天数不等。警察去抓马

永田的时候她没有开门，逃过了那次抓捕。用马永田的话说，“你在家里坐着，什么也没

干，他们也能来把你抓走。”

一个公安局长曾经辱骂她说，“你就是个臭无赖！”马永田说，“我无赖什么了？我怎么

无赖了？” 但是说到这里，她哽咽了，两行泪水漫出眼睛，弯弯曲曲地流过脸颊。至此

为止，她一直谈得条分缕析，井井有条，透露出一个坚强女性和一个良好管理者的素质。

她用手抹去了脸上的泪，但更多的泪水蔓延出来。

2012年两会期间，马永田在北京上访时被当地截访人员用大客拉到一所黑监狱。这所设施

前面是吉林省公安厅驻京办，后面的一排平房是黑监狱。到了监狱以后，她死活不进去牢

房，他们没办法，就让她站在外面。站到半夜的时候，她看到有车出入大门，她就乘机跑

了出去。偷跑出去后她才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址，在卢沟桥一带。

我问她，访民为什么那么喜欢在两会期间去北京呢？她说，平时在本地，见不到官员。去

法院，院长不见，去市里，市长不见。来北京，就是来争取一次谈话的机会。

但事实上，“争取一次谈话机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危行动。

她曾经问阻截她、看守她的人，既然在维稳上花这么多钱，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用来解决

问题呢？她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样花钱可以；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保证你不去闹事。

我们谈到了恐惧。我说，不屈不挠的访民们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恐惧的人。马永田

立刻更正我说，不，我们害怕得要死。我们上访，每天早上出门，都不知道晚上是否能回

来，没有一天的生活不是像走钢丝那样紧张。“一个人走上上访路，才知道黑暗到底有多

黑，才知道我们的官员都是如何谎话连篇。”

在上访的过程中，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了更广义上的政治活跃分子，成为法律专家。

“中国必然要出现暴力，”马永田十分肯定地说。我的心怦地跳了一下。“我宁愿付出生

命代价，只要中国再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完】




